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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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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提高公民的社会公平感对于维护国家秩序、构建和谐社会至关重要。在数字

普惠金融助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为了揭示数字普惠金融是否会让农村居民感到更加公

平，基于北京大学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

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农村

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个人横向和纵向相对评价来正

向影响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个人绝对收入水平不构成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社会

公平感的路径。进一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存在个人绝对收

入的双重门槛效应。据此建议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重视地区间的平衡性、

协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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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着力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

止两极分化”。社会公平正义是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论语》有

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如果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便有可能分崩离析。但就最终意

义而言，收入差距严重与否，取决于公众的价值判断[1]。客观层面的“不均”不等于主观层面的“不

均”，客观上的不平等并不必然造成社会冲突和不稳定，两者之间需要通过“个体感知”才能建立起联

系[2⁃3]。社会公平感是人们内心关于各成员或者群体在社会财富、资源等要素的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

中是否得到公正对待的感知与评价。居民对社会公平的感知直接决定了其政治认同，即对政权统治

者合法性的认可[4]，这构成了政治信任的主要来源[5]。

然而，目前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社会公平问题逐渐凸显[6]。与城市居民

相比，农村居民分享到的经济增长红利有限，面临机会和收入上的双重不平等[7]，可能会产生内心的

不公平感，降低对政府的信任。相较于客观的收入差距，关注农村居民的主观社会公平感，对于维护

社会稳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可能更具理论与现实意义。

探讨如何提升居民的社会公平感，首先需找到影响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因素。现有理论对此的解

释主要有“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两种观点。基于自利理论的“结构决定论”指出，客观社会经

济地位决定了人们对于社会公平的感知，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在社会分配结构中处于更加有利位

置，往往拥有更强的社会公平感[8⁃9]。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一般用个体的绝对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或

职业等来衡量[10⁃11]。而基于相对剥夺机制的“局部比较论”则强调，个体的公平感来源于局部比较。

基于比较对象的差异，局部比较又可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其中，横向比较是个体基于周围的

人进行对比；纵向比较是个体基于过去的自己进行对比。当个体在局部比较中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

位时，内心就会产生相对剥夺感，从而引发不公平感[10,12]。可见，“结构决定论”和“局部比较论”的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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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主要在于人们对社会公平的评价是基于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绝对位置还是相对位置。此外，影响

公众社会公平感的因素还包括：个体特征，如户籍[13]、性别、年龄、宗教信仰[14]等；公共服务，如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15]；社会保障，如社会救助[16]、基本养老与医疗保险[13]等；数字技术应用，如网络媒介的

使用[3]、电子商务的发展[7]等。

普惠金融概念于 2005年由联合国首次提出，旨在为有金融服务需求的所有群体，尤其是为小微

企业、农民、低收入人群等弱势群体提供现代金融服务[17]。近年来，借助数字技术的发展，普惠金融迈

入数字化阶段，凭借低门槛、低成本、低风险、广覆盖、高效率的优势不断拓展了金融服务的边界。已

有文献围绕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展开了丰富的研究：如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18]、企业经济活

动[19]、个体消费[20]、个体就业与创业[21]、个体收入[22]与城乡收入差距[23⁃24]等的影响。此外，部分文献也关

注到数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但观点不一。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会正向影响社会公平。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既壮大了实体经济，又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功能性导向作用，提高了弱势群

体的绝对收入[25]和相对收入[26]，缩小了收入差距，促进了经济公平。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开发了线上

平台代缴社保的功能，为居民缴纳社保费用提供便利，促进了社会保障公平[27]。最后，数字普惠金融

通过降低就业门槛、创造就业和创业机会，促进了社会就业公平[28⁃29]。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会负

向影响社会公平。弱势群体在数字基础设施、资本禀赋、金融素养、数字技能等方面受到多重约束，

导致其面临数字鸿沟的障碍，更多的数字红利被精英俘获，从而产生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

效应”[28]，加剧社会不平等。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技能偏向性特征，可能会导致低技能群体，特别

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原有资源被挤占，产生劳动替代效应[30]，从而损害社会公平。由此可见，关于数

字普惠金融对社会公平的影响尚未得到一致结论，尤其是对农村群体的影响尚不明晰。那么，数字

普惠金融究竟会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产生何种影响？又是通过何种途径产生影响？

为回答上述问题，将统计年鉴、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China gen⁃
eral social survey）2012、2013、2015 和 2017 年的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广义有序模型（Generalized or⁃
dered model），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与作用机理。本文的边际贡

献如下：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从居民社会公平感知视角来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不仅为全面

认识数字普惠金融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也是对数字经济与民生福祉关系研究的有效补充。第二，

在作用机制上，本文从局部比较的角度出发，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路径，

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数字普惠金融与社会公平感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已有文

献在研究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因素时，大多使用传统有序Logit模型进行估计[13,15,31]，得出的结果可能有

偏。本文使用更加匹配的广义有序Logit模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更准确地观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

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1.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

新兴技术的发展会同时在广度和深度上影响公众认知和社会意识形态[32]。数字普惠金融借助人

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区块链等新兴数字技术，突破了时空的限制，方便金融机构高效、快捷、

低成本地下沉服务，对农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会传导到个体主观心理层面。已有研究

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显著提高居民的社会信任[26]、主观获得感[33]和幸福感[34]。数字普惠金融的发

展兼顾了效率与公平，让农村居民获益更多，促进了包容性增长[22]，并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产生

积极影响。具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其一，数字普惠金

融增加了农村居民的金融资源可得性。农村群体长期被传统金融排斥与忽视，而数字普惠金融的低

门槛和地理穿透性，可以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满足了农村居民的金融需求，保障了弱势群体平等地

享有金融服务的权益。权益失衡是影响公众社会公平感的重要因素[14]，在传统的金融服务体系下，农

村居民作为被排斥对象，其获取正规金融服务的权益诉求无法得到满足，拥有较强的不公平感和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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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感。数字普惠金融改善了金融的普惠性，极大地缓解了金融不平等现象，维护了农村居民的金

融权益，可以从情感上让农村居民感到被尊重与被重视，从而提升了农村居民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

和社会公平感。其二，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释放了更多的发展机会。数字普惠金融依靠构建以

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基础的数字信用体系，减少了信息不对称，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人工审查成本，也方

便农村居民以近乎零成本进行借贷，缓解了农村家庭的融资约束，可以为农村居民提供更多的发展

机会，促进了机会公平。机会不平等与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密切相关。相比内部因素（如个人努力）造

成的努力不平等，人们更难接受外部环境因素（如制度歧视、户籍、性别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35]。随

着机会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弱势群体通过自身努力提高社会地位的难度更大，社会公平感更低[36]。数

字普惠金融通过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打破了传统金融的机会性壁垒，给农村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发展

机会，促进了机会平等，继而增强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其三，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代际向上流

动。已有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可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便利的学习机会和就业机会，提高农村劳

动力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6]。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必然伴随着农村数字

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助于缓解农村居民的教育资源约束和重构社会资本，突破传统农村社会的机会

垄断，促进代际收入向上流动。向上流动性预期假说认为，如果居民预期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未来能

够实现向上流动，那么他们对当下社会不平等的容忍和理解程度会更高，可能拥有更强的社会公平

感[37]。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居民的代际向上流动，提高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流动预期，从而增强

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1：

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2.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机制

“结构决定论”认为人们的社会公平感主要取决于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客观地位。客观社会经济

地位越高，社会公平感越强。自利理论认为，人们是利己的、理性的、物质主义的，追求自身利益或效

用的最大化[8]。基于既得利益的视角，个人的分配公平感取决于他从该分配中受益的程度[9]。一般而

言，个人社会经济地位越低，就越容易在当前的社会资源分配中处于劣势地位，从而就越支持政府等

机构将财富从富人向穷人转移的再分配政策[38⁃39]；相反，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能从当前的分配制

度中获益更多，从而社会公平感更强。然而，随后的大量经验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

并不一定拥有更高的社会公平感[10,40]。客观阶层地位与人们认为社会公平的看法之间并不存在正相

关关系，一些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人反而认为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较低，社会公平感更强[41]。这表明，

结构决定论对个体社会公平感的解释能力有限，可能的原因是其忽视了社会比较对居民公平感知的

影响。社会比较是一种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现象[42]，对人的社会心理具有重要影响。

局部比较理论提出个体通过局部比较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会令他们主观感知到自身处于劣势

地位，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和不公平感[10,43]。剥夺感的产生，关键在于社会比较的参照点[3]，而这个参照

点不是整体而是局部[44]。社会比较广泛地存在于各个社会群体中，比较对象不同，主观感知也不同。

社会优势群体也会因相对剥夺感而产生不公平感，这是因为他们更可能与过去的自己或者自己周围

的人进行比较，甚至会和比自己社会阶层地位更高的人进行对比。有学者认为，局部比较视角下的

相对剥夺感是影响中国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核心要素[10,45]，相对剥夺感越强，社会公平感就会越低[10]。

从横向比较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横向相对评价。横向相对评价是指个体将自

己与周围参照群体进行对比后得出的自我评价。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数

字普惠金融降低了农村居民的金融门槛、缓解了农村信贷约束，通过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推动农村产

业发展等渠道缩小了城乡相对差距，促进了经济的包容性增长与共同富裕[23]，缓解了农村居民的横向

相对剥夺感，从而提升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减少了农村居民的金融排斥。

农村是发生传统金融排斥的“重灾区”。与城市相比，农村传统金融存在信用环境差、投入成本高、借

贷风险高、市场收益低的问题，导致农村群体一直被传统金融服务所排斥。数字普惠金融重点关注

弱势群体的金融需求，以“金融+科技”赋能乡村振兴，使农村居民感受到平等与尊重，降低了自身处

于不利地位的认知，感知到主观社会地位的相对提升[46]，从而提高了社会公平感。最后，数字普惠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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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缩小了城乡公共服务水平差距。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数字普惠金融为农村居民提供包

括储蓄、贷款、支付、保险、理财等在内的全面金融服务，不断提升银行网点、助农取款服务点的覆盖

率，快速提高了电子支付普及率，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极

大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增加了农民的获得感和公平感。因此，使用个人的横向相对评价作为机制变

量，本文提出假说H2：

H2：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通过提高个人的横向相对评价来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从纵向比较来看，数字普惠金融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纵向相对评价。纵向相对评价是指个体将当

下与过去对比后得出的自我评价[10,41]。数字普惠金融会从以下方面影响农村居民的纵向比较：一方

面，数字普惠金融提高了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职业地位认同。在过去的城乡二元结构下，农业基

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的社会地位较低。金融资源匮乏是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47]。数

字普惠金融借助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不断开发线上惠农金融产品，例如“惠农 e贷”“乡村振兴活畜

贷”等，为农业提供足额、便捷、便宜的融资服务，将金融服务嵌入到农资采购和农产品生产、销售、消

费的全产业链过程，降低了农业产业风险，助力农村产业振兴，推动农业转型与现代化发展。与过去

从事农业相比，农民的农业经营收入和职业地位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数字普惠金融增加了农村居

民的创业和就业机会。过去的金融发展存在结构性失衡问题[48]，弱势群体被排斥在传统的金融体系

之外，有创业意愿的农村居民缺乏有力的金融资金支持[31]。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贷款门槛、简化了贷

款流程，针对农民提供低成本的创业担保贷款，缓解了农民创业的流动性约束，有助于提高农民自主

创业的积极性[48]。同时，中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军，为我国大约贡献了 80%的就业岗位[30]，更

是农民工就业的主渠道①。数字普惠金融将小微企业作为重点服务对象之一，不断推出契合小微企

业生产经营特点和发展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为小微企业赋能。小微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更

多的就业岗位。与过去相比，农村居民的创业和就业机会得以增加。综上，使用个人的纵向相对评

价作为机制变量，本文提出假说H3：

H3：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通过提高个人的纵向相对评价来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二、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

研究样本的个人和家庭特征数据来自 2012、2013、2015和 2017年的 CGSS 数据，数字普惠金融

数据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地区特征数据来自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在剔除了异常值和无

效数据、删除关键变量数据缺失的样本后，本文共获得了包含15215个有效样本的混合横截面数据。

2.变量设定

（1）被解释变量。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代表农村居民对社会分配的主观评价，

根据受访对象针对“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的社会是不是公平的？”问题的答复来衡量。1代表完全不

公平，5代表完全公平，分值越高，表示居民认为社会公平的程度越高。

（2）核心解释变量。参考前人的做法，将省级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占 100的百分比值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24]。

（3）机制变量。局部比较变量使用个人横向相对评价和纵向相对评价两个变量。其中，横向相

对评价是当个体将周围人作为参照对象时对自我相对收入的评价，具体通过受访者关于“您家的家

庭经济状况在当地属于哪一档？”的回答来度量。个体所选数值越大表示对自己的横向相对评价越

高。纵向相对评价是当个体将过去的自己作为参照对象时对自我相对地位的评价，个体所选数值越

大代表对自己的纵向相对评价越高。另外，为方便对比，在验证局部比较机制的同时，使用个人绝对

收入来表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10]。

①    资料来源于人民网：疫情冲击下，中小微企业如何渡过难关？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0/0312/c1004-31629646.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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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控制变量。在参考以往文献[14⁃15]的基础上，模型中控制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

程度、婚姻状况、身体健康状况、社会信任程度等变量。

另外，本文增加了 5个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①地方经济发展水平。Kuznets假说认为经济发展

与收入分配不均等之间是倒U型关系，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收入分配差距先增大后减小。地方经

济发展水平可能会通过收入差距来影响居民的相对剥夺感，进而影响社会公平感。②地方人口规

模。人口规模与经济集聚密切相关，对劳动力收入可能具有非线性影响，低收入群体从城市规模扩

张中受益的程度相对较低[49]。集聚经济给不同群体带来的差异化影响可能会对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产

生作用差异。③产业结构。产业结构的变化可能会促进要素在部门间的重新配置，从而缩小城乡收

入差距[24]。④城镇化率。城镇化率的提高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缓解了农业剩余劳动力过

剩问题，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而可能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⑤财政支

农力度。地方财政支农力度越高，农村地区从政府获得的财政支持越多，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可

能会越高。财政支农力度用各省区市财政用于农林水各项事务支出的对数[50]来衡量。具体变量设置

和赋值以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

表 1的结果显示，取值 1~5的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均值为 3.174，标准差为 1.045。在所有观测

样本中，认为当今社会“完全不公平”和“比较不公平”的人数占比为30.41%，认为当今社会“说不上公

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的人数占比为 19.80%，认为当今社会“比较公平”和“完全公平”的人数占比为

49.79%。这说明，总体来看，我国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较高。受访居民的年龄均值为 47.91岁，标

准差为 14.81，男性占比为 50.60%，样本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介于初中和高中（普通高中、职业高中、中

表1　主要变量的度量方法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机制变量

社会公平认知1/fairnes1

社会公平认知2/fairnes2

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index

性别/male

年龄/age

民族/ethnic

身体健康状况/health

社会信任程度/trust

受教育程度/edu

婚姻状况/marri

当前所处的社会阶层/status

样本所在省的人均GDP/ln⁃
perGDP

地区人口规模/lnpop

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
出/lnEa

城镇化率/cityprop

产业结构/strucGDP

绝对收入/pinc

横向相对评价/hrinc

纵向相对评价/zrinc

度量方法

完全不公平=1；比较不公平=2；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
平=3；比较公平=4；完全公平=5
比较公平、完全公平=1；其他=0

数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除以100

男=1；女=0
实际年龄

少数民族=1；汉族=0
比较健康、很健康=1；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0
是否同意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非常不同意=1；比较不
同意=2；说不上同意不同意=3；比较同意=4；非常同意=5
初中及以下=0；初中以上=1
离婚、丧偶=1；未婚、同居=2；初婚有配偶、再婚有配偶、分居
未离婚=3
取值1-10

样本所在省的人均GDP，取对数

年末总人口/万人，取对数

国家财政用于农林水事务的支出/亿元，取对数

城镇常住人口数/总人口数×100%
产业结构：（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名义GDP
去年全年的个人总收入/元，取对数

家庭经济状况在所在地属于：远低于平均水平=1；低于平均水
平=2；平均水平=3；高于平均水平=4；远高于平均水平=5
与三年前相比，您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下降了=1；差不多=
2；上升了=3

均值

3.174

0.498

1.685

0.506
47.913
0.099
0.588

3.469

0.161

2.760

4.075

10.749

8.125

6.163

58.526
0.901
9.189

2.567

2.338

标准差

1.047

0.500

0.623

0.499
14.812
0.299
0.492

0.995

0.368

0.585

1.659

0.695

0.810

0.570

12.196
0.052
1.232

0.706

0.634

注：数据系作者根据CGSS、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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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技校）之间。地区年末总人口对数、二三产业产值占比以及城镇化率的均值分别为 8.13、90.10%
和 58.53%。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本文先根据收入水平高低对总样本进行分组，对比分析农村不同

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表2展示了分样本的统计结果。

表 2 的统计结果显示，在收入最低的 20% 群体中，认为社会公平（包括“比较公平”和“完全公

平”）的人数占该群体总人口的 49.33%；在中等偏下收入组和高收入组中，这一占比分别为 54.69%
和 44.90%。可见，个人绝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与高收入组相比，

最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更强，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0,41]。

3.计量模型

由于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是拥有自然特征的类别变量，因而考虑使用有

序多元选择模型进行分析。假设存在一个潜变量 Y ∗，它是度量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一个不可观测指

标，并且会逐渐跨越更高的门限值。Y ∗满足以下公式：

Y * = Xβ + ε （1）
其中，ε服从 logistic分布。假设有序因变量Y有 j个等级，分别取值为 1，2，…，j，并且Y的选择规

则与Y ∗和门限值有关：

Y =

ì

í

î

ï

ï
ïïï
ï

ï

ï

ï

ï
ïïï
ï

ï

ï

1, 若Y * ≤ c1

2, 若c1 < Y * ≤ c2

3, 若c2 < Y * ≤ c3

…
j, 若cj - 1 < Y *

（2）

其中，c1 < c2 < c3 < … < cj - 1为待估系数，称为门限值。则Y取每一类别的概率分别为：

P (Y = 1)= P (Y * ≤ c1)= P (Xβ + ε ≤ c1)
                    = P (ε ≤ c1 - Xβ )= F (c1 - Xβ )
P (Y = 2)= P (c1 < Y * ≤ c2)= P (Y * ≤ c2)- P (Y * < c1)
                    = P (Xβ + ε ≤ c2)- F (c1 - Xβ )
                    = F (c2 - Xβ )- F (c1 - Xβ )
P (Y = 3)= F (c3 - Xβ )- F (c2 - Xβ )
        …
P (Y = j)= 1 - F (cj - 1 - Xβ ) 

 （3）

由（3）式可以得到有序Logit模型的表达式为：

P (Yi > m )= 1 - F (cm - Xβ )= g (Xβ )=
exp ( )αm + Xβ

1 + exp ( )αm + Xβ
,m = 1,2,…,j - 1 （4）

其中，Yi为第 i个被调查对象的社会公平感知等级，以 1~5整数值表示，j为居民社会公平感的类

表2　分样本统计结果 %
分组

完全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比较公平

完全公平

20%低收入组

5.81

24.86

20.00

45.31

4.02

20%中等偏下组

5.29

20.78

19.24

49.88

4.81

20%中等收入组

4.89

21.65

22.44

47.27

3.75

20%中等偏上组

5.74

24.95

21.01

44.72

3.58

20%高收入组

6.28

27.55

21.27

43.01

1.89

注：为避免异常值的影响，对个人全年总收入变量进行了上下 2.5%分位数缩尾处理，并将个人全年总收入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

列，将样本平均分为低收入组、中等偏下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等偏上收入组和高收入组5组群体。

99



（总175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别数量，X为自变量的集合，β为X的系数集合，αm 为截距项。可以看出有序Logit模型实际上由 j - 1
个二分类Logit方程构成，因为所有方程都共用一组参数β，所以无论m取何值，Yi > m的概率受自变

量X的影响都是固定的，自变量对不同次序类别因变量的影响是完全相同的[51]，这是有序概率模型的

平行线假设或比例优势假设。

然而，事实上，对于不同组别，例如感觉“社会完全公平”和“社会完全不公平”的这两组群体来

说，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其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方向和大小可能存在差异。传统有序模型的比例优势假

设忽视了解释变量对不同类别的被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在现实中通常难以成立[52]。为

了克服这一不足，本文使用广义有序Logit模型。广义有序Logit模型放宽了传统有序模型的比例优

势假设条件[53]，其模型设定如下：

P (Yi > m )= g (Xβm)=
exp ( )αm + Xi βm

1 + exp ( )αm + Xi βm

,m = 1,2,…,j - 1   （5）

其中Y取每一类别的概率分别为：

ì

í

î

ï
ïï
ï

ï
ïï
ï
ï
ï

P ( )Yi = 1 = 1 - g ( )Xi β1

P ( )Yi = m = g ( )Xi βm - 1 - g ( )Xi βm , m = 2,…,j - 1
P ( )Yi = j = g ( )Xi βj - 1

                  （6）

其中，βm 为第m个社会公平感知等级的自变量系数集合，βm 是m的函数，可以随m而改变。对于

m = 1，模型代表将Yi = 1与Yi = 2,3,4,5进行比较；对于m = 2，则将Yi = 1,2与Yi = 3,4,5进行比

较；对于m = 3，则将Yi = 1,2,3与Yi = 4,5进行比较；对于m = 4，则将Yi = 1,2,3,4与Yi = 5进行

比较[52⁃5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1.基准回归结果

表 3报告了模型的估计结果。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性别、身体健康水平、社会信任程度、

个体社会阶层、省年末总人口等变量是变系数的，说明这些变量对不同社会公平感等级的次序类别

产生不同影响。表 3第（1）列中，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相较于其他组别，对于社会公平感极低的农村居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其社会公平

感。但表 3中的估计系数只能反映解释变量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方向信息，为进一步得到

各个自变量对每一类别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计算了边际效应。采用AME计算方法来分析数字

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边际效应，估计结果见表4。
表 4显示了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条件下，解释变量发生变化对个体选择被解释变量具体某一类

别的概率的影响。表 4第（1）~（2）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显著为负，第（4）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

数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每增加 1个单位，农村居民感觉“社

会完全不公平”的概率显著降低 0.69%，感觉“社会比较不公平”的概率显著降低 1.06%，感觉“社会比

较公平”的概率显著上升 1.05%，这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总体上表

现出普惠效应，假说 H1得到验证。值得说明的是，从农村居民认为“社会比较公平”到“社会完全公

平”，数字普惠金融变量的系数发生了符号变化，可能的原因是，认为社会完全公平和比较公平之间

并非简单的递进关系，认为社会完全公平是一种相对极端、绝对的观点，这再次说明了使用传统有序

Logit模型对本文进行估计得出的结果可能有偏。

民族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第（1）~（3）列中显著为负，第（4）~（5）列中显著为正，这说明，相比汉族，

少数民族居民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和“社会比较不公平”的概率更低。可能的原因是，国家历来重

视扶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助力民族地区经济腾飞，保障了少数民族福祉，从而少数民族居民的社会

公平感较强。年龄变量的估计系数在第（1）~（3）列中显著为负，第（4）~（5）列中显著为正，这说明年

100



第1 期 谭晓艳 等：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龄越大，认为社会公平的概率越高，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14]。可能的原因是，年龄越大的人既经

历过改革开放前的艰苦时期，又见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快速腾飞，更可能以过去的自己为参

照对象进行纵向比较，深刻感受到个人生活质量的显著提升和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从而社会公平

感较强。农村居民的社会信任程度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社会信任程度越高，认为社会公平的概率

越大。

2.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估计结果是否可靠，采用三种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5。
（1）替换被解释变量。参考已有文献[16]，将五分类的社会公平感变量转化为取值 0和 1的二分类

变量。当五分类的社会公平感变量值大于3时，赋值为1；其他赋值为0。

表3　最终确定的广义有序Logit模型估计结果 N=15215

变量

index

male

ethnic

age

health

trust

edu

marri

status

lnperGDP

lnpop

lnEa

cityprop

strucGDP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常数项

（1）β1

0.1204**

(0.0546)
-0.1151*

(0.0678)
0.1435***

(0.0526)
0.0187***

(0.0012)
0.3516***

(0.0699)
0.5353***

(0.0311)
-0.0260
(0.0447)

-0.1149***

(0.0267)
0.1967***

(0.0209)
-0.0597**

(0.0253)
-0.2110***

(0.0473)
0.3003***

(0.0420)
0.0061***

(0.0018)
-1.6278***

(0.4086)
控制

控制

0.9509*

(0.5490)

（2）β2

0.0932***

(0.0309)
-0.0411
(0.0373)
0.1435***

(0.0526)
0.0187***

(0.0012)
0.2121***

(0.0398)
0.5836***

(0.0191)
-0.0260
(0.0447)

-0.1149***

(0.0267)
0.1494***

(0.0117)
-0.0597**

(0.0253)
-0.1810***

(0.0320)
0.3003***

(0.0420)
0.0061***

(0.0018)
-1.6278***

(0.4086)
控制

控制

-1.1890***

(0.4514)

（3）β3

-0.0058
(0.0286)
0.0572*

(0.0345)
0.1435***

(0.0526)
0.0187***

(0.0012)
0.2050***

(0.0372)
0.6228***

(0.0195)
-0.0260
(0.0447)

-0.1149***

(0.0267)
0.1295***

(0.0109)
-0.0597**

(0.0253)
-0.0810***

(0.0310)
0.3003***

(0.0420)
0.0061***

(0.0018)
-1.6278***

(0.4086)
控制

控制

-2.8779***

(0.4460)

（4）β4

-0.2875***

(0.0658)
0.0734

(0.0807)
0.1435***

(0.0526)
0.0187***

(0.0012)
-0.1421*

(0.0823)
0.7817***

(0.0583)
-0.0260
(0.0447)

-0.1149***

(0.0267)
0.0904***

(0.0242)
-0.0597**

(0.0253)
-0.1420**

(0.0562)
0.3003***

(0.0420)
0.0061***

(0.0018)
-1.6278***

(0.4086)
控制

控制

-5.4990***

(0.6385)

注：①*、**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后表同。②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五分类变量，因此估计结

果有 4组回归系数，β1估计系数表示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组与其他 4组的对比；β2估计系数表示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组和“社会

比较不公平”组与其他 3组的对比；β3估计系数表示认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组、“社会比较不公平”组和“社会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

不公平”组与其他2组的对比；β4估计系数表示其他4组与认为“社会完全公平”组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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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替换核心解释变量。用数字普惠金融的一级维度指标，即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指数，来替换总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3）引入工具变量缓解内生性问题。参考已有文献[22]，分别选取家庭所在地区到杭州的球面距离

与全国层面（除本省外）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的交互项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一阶滞后作为数

字普惠金融的工具变量。这两个变量直接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相关，但与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

无关。

表 5中第（1）列是将被解释变量由五分类的有序变量变为 0-1的二值变量后的估计结果，数字

普惠金融指数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仍在 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会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第（2）（3）（4）列是将核心解释变量分别替换成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指数，考虑到被解释变量仍为五分类有序变量，所以还是使用广义有序

表4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边际效应

变量

index

ethnic

age

trust

（1）
完全不公平

-0.0069**

(0.0031)
-0.0079***

(0.0027)
-0.0011***

(0.0001)
-0.0315***

(0.0020)

（2）
比较不公平

-0.0106*

(0.0055)
-0.0186***

(0.0068)
-0.0024***

(0.0002)
-0.0771***

(0.0030)

（3）
说不上公平但也不能说不公平

0.0188***

(0.0052)
-0.0050**

(0.0021)
-0.0006***

(0.0000)
-0.0254***

(0.0029)

（4）
比较公平

0.0105*

(0.0063)
0.0253***

(0.0091)
0.0033***

(0.0002)
0.0999***

(0.0042)

（5）
完全公平

-0.0118***

(0.0027)
0.0062***

(0.0024)
0.0008***

(0.0001)
0.0341***

(0.0029)
注：限于篇幅，表4只展示了部分解释变量的估计结果。

表5　稳健性检验结果 N=15215

变量

index

工具变量

完全不公平

比较不公平

说不上公平但也
不能说不公平

比较公平

完全公平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R2/Pseudo R2

第一阶段F值

替换被解释
变量

0-1取值

（1）
0.2941*

(0.1726)

控制

控制

控制

0.094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

覆盖广度

（2）

-0.0102**

(0.0042)
-0.0119
(0.0074)
0.0243***

(0.0068)
0.0148*

(0.0085)
-0.0170***

(0.0035)
控制

控制

控制

0.0601

使用深度

（3）

-0.0179***

(0.0059)
-0.0060
(0.0106)
0.0677***

(0.0105)
-0.0053
(0.0124)

-0.0385***

(0.0052)
控制

控制

控制

0.0616

数字化程度

（4）

-0.0142***

(0.0043)
-0.0204***

(0.0074)
0.0137**

(0.0068)
0.0300***

(0.0084)
-0.0092***

(0.0035)
控制

控制

控制

0.0604

工具变量：省份到杭州的球
面距离×全国（除本省）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均值

第一阶段 index
（5）

-0.0004***

(0.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0.9983
62.690

第二阶段

（6）
0.0231*

(0.0140)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98

工具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的一阶滞后

第一阶段 index
（7）

0.0037***

(0.0001)

控制

控制

控制

0.9985
62.690

第二阶段

（8）
0.0232*

(0.0140)

控制

控制

控制

0.1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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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git模型。估计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农村居民认

为“社会完全不公平”的概率，且数字化程度的提高更能显著增加农村居民认为“社会比较公平”的概

率。第（5）和（7）列分别汇报了两个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一阶段估计结果，F统计量均远大于临界值10，
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①。第（6）和（8）列分别汇报了两个工具变量回归的第二阶段估计结

果。结果显示，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

综上，稳健性检验的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一致。

四、影响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可能会通过横向相对评价和纵向相对评价来对农村居民社

会公平感产生影响。另外，本文也引入了绝对收入水平变量以进行对比。本文通过检验这三种机

制，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机理。建立模型如下：
Mi,j = β0 + β1 indexi,j + β2 Xi,j + εi,j

Yi,j = γ0 + γ1 indexi,j + γ2 Mi,j + γ3 Xi,j + εi,j
（7）

其中M是机制变量，包括绝对收入水平和相对评价（横向相对评价和纵向相对评价）。表 6报告

了模型的回归结果。

第一，第（1）（2）列的结果显示，绝对收入的系数不显著，说明绝对收入水平不构成数字普惠金融

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机制，数字普惠金融不能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来增强他们的社

会公平感。第二，第（3）列中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显著为正，第（4）列中的数字普惠金融和横向相对

评价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提高农村居民的横向相对评价，使人们在与周

围人的比较中增强了内心获得感和平衡感，从而社会公平感提高，验证了假说H2。第三，第（5）列中

数字普惠金融的系数显著为正，第（6）列中的数字普惠金融和纵向相对评价的系数都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会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纵向相对评价，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验证了

假说H3。

综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会通过提高个人的横向相对评价和纵向相对评价来对农村居民的社会

①    此外，本文也利用近似外生工具变量法、半简化回归法对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进行了检验，限于篇幅未在文中进行报告，感兴趣的

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6　作用机理检验结果

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

绝对收入

横向相对评价

纵向相对评价

常数项

控制变量

省份固定效应

时间固定效应

观测值

公平感

（1）

-0.0124
（0.0115）

1.3277
（0.8684）

控制

控制

控制

7461

公平感

（2）
-0.9737
（0.5922）
-0.0122
（0.0116）

3.8064**

（1.5257）
控制

控制

控制

7461

横向相对评价

（3）
1.2439*

（0.7252）

-6.0433***

（1.9070）
控制

控制

控制

8684

公平感

（4）
0.0874**

（0.0345）

0.0593***

（0.0228）

0.5467
（0.7776）

控制

控制

控制

8684

纵向相对评价

（5）
0.6194**

（0.2538）

-0.1740
（1.3273）

控制

控制

控制

4038

公平感

（6）
0.1132***

（0.0353）

0.0451***

（0.0170）
0.7417

（0.8008）
控制

控制

控制

4038
注：由于个人绝对收入、横向相对评价变量和纵向相对评价变量在CGSS不同年份数据中存在不同程度的缺失，例如个人纵向相

对评价未在2012、2017年被调查，故各模型的有效样本量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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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感产生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绝对收入水平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路径并不

显著。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数字普惠金融无助于提高农村居民的个人绝对收入，只是说明数字普惠

金融发展所带来的个人绝对收入的提高并没有显著增加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事实上，大量研究

已证明，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提高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水平[23⁃24,28]。但绝对收入的提高并不等同于相对

收入和相对地位的提高，当个人认为周围人的收入或社会地位提升程度高于自己时，仍然可能产生

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结果印证了“局部比较论”的合理性。

五、进一步讨论

从表 6的结果可知，数字普惠金融不能通过提高农村居民的绝对收入来增强其社会公平感，并

且，表 2的结果显示收入与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之间可能具有非线性关系。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

于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社会公平感可能具有差异化影响。为此，构造以下门槛回归模型，将个人的

绝对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检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绝对收入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产生的非线性

影响。根据门槛回归理论[57]，建立的基本模型为：

ì
í
îïï

yi = θ1 indexi + ei,        qi ≤ γ
yi = θ2 indexi + ei,        qi > γ

(8)

其中，qi 是门槛变量，γ是门槛值，根据门槛变量与门槛值的大小关系，所有样本被分成 2组，yi 是

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变量，indexi是个体 i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ei是回归误差项。上式中只考虑了

单门槛情形，可根据检验扩展至多门槛情形。

表 7 结果显示，农村居民的个人绝对收入水平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双重门槛，分别是

4080元和36000元。分地区来看，东部和中西部都只存在个人绝对收入水平的单一门槛，并且东部的

门槛值高于中西部。可能的原因是，东部地区经济相对发达，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中西部，

因此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影响的门槛值相比中西部地区要高。

表 8的结果显示，在全国层面，在以绝对收入水平作为门槛变量的模型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

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促进影响是逐渐减弱的。当个人收入低于 4080元时，系数估计值为 0.090，发展数

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有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当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处于第一门槛值

和第二门槛值之间时，系数估计值为0.056，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贡献降低；当个人

绝对收入进一步增加并超过第二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不再对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产生显著影

响。因此，对于绝对收入低于第一门槛值的个体，其社会公平感受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提升作用最

大。另外，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的区域内，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系数存在差异。对于中西

部地区而言，当个人收入小于第一门槛值时，数字普惠金融能显著提升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随着

收入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仍然对社会公平感具有正向作用，但边际影响会变小。对于东部地区而

言，数字普惠金融对收入低于第一门槛值的群体不具有显著影响，而且随着收入的增加，还可能会对

表7　绝对收入的门槛效果显著性检验和置信区间

地区

全国

东部

中西部

门槛数

单一

双重

三重

单一

双重

单一

双重

F值

5.434***

2.288*

1.000
3.963**

1.983
6.194**

1.929

1%临界值

4.517

6.592

3.994
8.854
5.299
7.154
8.697

5%临界值

2.940

3.658

3.506
3.452
5.135
4.962
4.572

10%临界值

2.642

1.845

2.753
2.908
3.343
3.646
2.394

门槛值

8000
4080

36000

40000

8000

95%置信区间

[660,120000]
[660,5100]

[30000,110000]

[800,120000]

[660,120000]

注：①本文进行 400次自举法检验得到F值和临界值。②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划分方法，将样本分别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11个省份）和中西部（除去港澳台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其他20个省份）两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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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产生负向作用。可能的原因是，东部高收入群体不是传统金融的“排斥群体”，

也不是数字普惠金融的“着力群体”，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有限，可能会产生内心的不平衡感和不

公平感。

综上，传统金融存在一定的资产门槛，而数

字普惠金融主要针对受传统金融排斥的弱势群

体，能使农村低收入群体获益更多[23]，促进了包

容性增长，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社会公平感。而

对于本身已享有金融和信息服务的高收入群体，

数字普惠金融对其福利的改善幅度可能并不

大[23]。因此，对于个人绝对收入低于门槛值的农

村居民，其社会公平感受数字普惠金融的边际影

响更大；而当个人绝对收入水平跨过一定门槛之

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边际

影响减弱。

六、结论与建议

基于 CGSS数据、统计年鉴数据与北京大学

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高农村居民的社

会公平感。第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个人的局部比较结果来增强农村居民的社会公平感。横向

相对评价和纵向相对评价都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社会公平感的机制。而个人绝对收入水平不构成

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作用路径。第三，在全国层面，绝对收入水平在数字普惠

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影响中具有双重门槛特征。随着绝对收入的增加，数字普惠金融对农

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在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低收入群体社会公平感的

边际提升作用更大；随着个人收入跨过门槛值，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社会公平感的边际影响

变小。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有效增进农村居民的社会

公平感，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完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加强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涉农金融

产品创新，提供适合农村需求的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第二，个体的横向和纵向比较对其社会公平

感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政府在推进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中，应当重视地区间、城乡间和农村内部的平

衡性和协调性，进一步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同时，重点关注农村居民收入的持续稳定的纵向提升，

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提高农民主体地位、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和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积极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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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Rural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

TAN Xiaoyan，ZHANG Zeyu

Abstract Enhancing citizens’sense of social equity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maintaining national 
order and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Against the backdrop of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promoting rural 
revitalization，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whether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makes rural residents feel more 
equitable. Based on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dex from Peking University and data from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this article uses the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 to explore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rural residents’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rural residents’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
ness.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positively affects rural residents’percep⁃
tion of social fairness by improving their horizontal and vertical relative income evaluations，while indi⁃
vidual absolute income levels do not serve as a pathway through which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influ⁃
ences rural residents’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Further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re is a dual thresh⁃
old effect of individual absolute income 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on perceived social fair⁃
ness among rural residents.Based on these findings，the paper recommends further improving the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service system and focusing on balance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regions.

Key words perception of social fairness； digital financial inclusion； generalized ordered logit 
model； structural decision theory； local comparison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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